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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科学评论》（NSR）近期发表的《十年禁渔，能否拯救长江？》(doi: 10.1093/nsr/nwag299)一文，系统梳理了长江

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背景、阶段性进展与初步生态成效，报道了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回升、鳤重现等积极信号。长江十年禁渔是

我国流域尺度水生生物保护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要科学回答“能否拯救”这一复杂问题，应置于更系统的生态学框架下进行

评估。本文基于生态学基本原理，提出从鱼类生活史类型、生态组织层次（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评估功能（效果检

验、生活史反推、分类施策）三个维度，构建一个分层分类的评估体系，并对鳤、鯮等物种重现的生态学意义进行解读。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禁渔政策的作用边界与后续保护方向，以期为长江禁渔成效的长期评估、保护策略优化及大型河流生

态恢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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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recently published in National Science Review(NSR), titled “Can the Ten-Year Fishing Ban Save the Yangtze River?” 

(doi: 10.1093/nsr/nwag299),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olicy background, implementation milestones, and early ecological outcomes of 

the fishing ban. Positive changes have been observed, such as signs of recovery in the Yangtze finless porpoise population and the 

reappearance of Ochetobius elongatus. The fishing ban represents a key 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 for basin-wide aquat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Nevertheless, a mor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framework is need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ban can effectively 

restore the Yangtze River ecosystem. Drawing on fundamental ecological principl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assessment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ree dimensions: fish life-history types, levels of ecological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population, 

community, and ecosystem), and assessment functions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life-history inference, and formulation of classifie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his framework also clarifies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appearance of Ochetobius elongatus and 

Luciobrama macrocephalus. In addi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fishing ban, along with future 

                                                           
*2026-06-24 收稿；2026-07-27 收修改稿；2026-07-29 录用。     

** 通讯作者；E-mail：qgliu@shou.edu.cn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The results offer useful references for long-term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of the Yangtze fishing ban, refinement of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fforts in other large rive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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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十年禁渔”[1]。作为我国流域尺度水生生物保护的

重要制度安排，长江禁渔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管理投入大，其阶段性生态成效已成为水生生物保护

和大型河流生态恢复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近期，《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刊发《十

年禁渔，能否拯救长江？》一文（以下简称“NSR 文章”），基于 2018—2023 年长江干流鱼类监测数据及专

家访谈，报道了禁渔实施初期的积极生态响应，包括鱼类生物量增加、物种多样性回升以及鳤（Ochetobius 

elongatus）等珍稀或衰退物种再度被记录到[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长江十年禁渔中期评估结果显示，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数量由 2017 年的 1012 头回升至 2022 年的 1249 头，2025 年

进一步增至 1426 头。这些结果为认识长江禁渔的阶段性成效提供了重要依据。 

NSR 文章在肯定禁渔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长江生态恢复面临的复杂性。例如，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野外种群恢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已连续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栖息地破坏、

大坝阻隔、水文过程改变等非捕捞压力，也并非禁渔政策本身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这些认识表明，禁渔

有效缓解了过度捕捞这一重要压力，但不同鱼类类群及不同生态层次的恢复过程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尽

管现有监测结果已经显示出鱼类资源量增加和部分珍稀物种重现等积极信号，但关键物种能否实现自我维

持、食物网关系能否逐步重建以及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能否持续改善，仍需开展更加系统和长期的评

估[3]。 

长江鲟（Acipenser dabryanus）的保护实践为理解上述禁渔政策的作用边界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

例。该物种于 2022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野外灭绝。近年来，在人工保种和增殖放流的基础上，研

究人员通过主动重建产卵生境，成功诱发人工放流长江鲟在天然水域自然产卵，并获得受精卵和孵化仔鱼
[4-5]。这一阶段性突破并不意味着长江鲟已经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外种群，但有力表明：对于繁殖过程受底

质、水流和河床形态等生态水力条件制约的鱼类，降低捕捞死亡率只是种群恢复的必要条件，关键生境修

复和水文过程调控同样不可或缺。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 NSR 文章为讨论起点，从鱼类生态学角度对其相关论述作进一步补充和延伸，

尝试构建一个适用于长江禁渔全过程成效评价与长期生态恢复评估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鱼类生态

学分异、多生态层次评估指标、评估工作的多重价值以及物种重现的生态学意义。通过这一框架，本文旨

在进一步厘清禁渔政策的生态作用边界，为长江禁渔成效的长期评估、后续保护策略优化和适应性管理提

供参考。 

1 鱼类的生态学分异：资源恢复差异的来源 

种群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表明，鱼类种群数量变化受出生、死亡、迁入和迁出等过程共同调控。长江十

年禁渔直接改变的是死亡过程中的捕捞死亡率，即通过消除或显著降低人为捕捞压力，为鱼类种群恢复创

造条件。然而，长江鱼类在生活史策略、繁殖方式、栖息地依赖和营养级位置等方面差异显著，不同类群

在禁渔后的资源恢复速度和程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6]。因此，有必要根据主要限制因素对长江鱼类进行概

括性分类，以解释不同鱼类资源恢复不同步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不同限制因素可能同时作用于同一物

种，以下分类主要依据其当前恢复过程中相对突出的限制因素。 

第一类是主要受过度捕捞限制，而繁殖和育幼条件相对较好的鱼类。这类鱼类的产卵场和仔幼鱼保育

场仍保持一定功能，过去种群衰退主要源于长期高强度捕捞导致死亡率过高、亲鱼数量下降和种群结构低

龄化[7]。部分中小型经济鱼类以及对捕捞压力解除较为敏感的资源型鱼类，可归入这一类型[8]。禁渔后，随

着捕捞死亡率下降，亲鱼数量和大规格个体比例有望增加，种群年龄结构也可能逐步改善，因此这类鱼类

通常最容易表现出较快的资源恢复信号。不过，即使是四大家鱼等典型经济鱼类，其自然繁殖仍依赖适宜

的水文节律、流速过程和产卵场条件，不能简单理解为“只受捕捞影响”[9-10]。 



 

 

第二类是繁殖通道或产卵场受到严重破坏的鱼类。这类鱼类的关键限制出现在繁殖环节，可进一步分

为两种情形：一是洄游通道被大坝阻断，成鱼难以到达传统产卵场，如中华鲟[11-12]；二是产卵场因高坝水

库蓄水和水文过程改变等因素而退化甚至消失，如长江上游部分特有鱼类[13]。对于这类鱼类而言，自然补

充率可能已处于较低水平，部分物种甚至长期未监测到有效的自然补充。禁渔虽然能够降低成鱼被捕杀的

风险，但难以恢复被阻断的洄游通道和已经退化的产卵环境，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种群补充不足的问题。

既有放流评估与声学追踪研究表明，部分放流长江鲟能够在长江上游一定河段存活和定居，并发生不同尺

度的迁移，但其恢复效果仍受到放流个体存活、空间分布及适宜生境可获得性的共同制约 [14-15]。白鲟

（Psephurus gladius）的灭绝[16]、中华鲟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以及长江鲟的保护实践均表明，仅依靠禁渔

或增殖放流，难以应对繁殖通道阻断和产卵场退化造成的根本性限制。 

第三类是繁殖条件尚存，但育幼和索饵生境明显萎缩的鱼类。这类鱼类仍能够完成产卵过程，但其早

期生活史阶段往往依赖通江湖泊、河漫滩、湾汊和浅水缓流区等高生产力生境。过去数十年间，防洪堤、

闸坝、围湖造田和岸线硬化等工程改变了长江干流与湖泊、洪泛区之间的自然联系，削弱了洪泛过程的规

模和频次，也压缩了仔幼鱼的育幼和索饵空间[17]。对这类鱼类而言，禁渔可能增加亲鱼数量并提高潜在繁

殖规模，但如果育幼场不足，幼鱼成活率和后续补充量仍会受到限制，其整体恢复速度也会明显慢于主要

受过度捕捞限制的鱼类。鳤的重现可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鳤在多年少见后再次被记录，提示在江湖阻隔

和洪泛生境萎缩的背景下，长江干流与部分湖泊、支汊或季节性连通水域之间可能仍保留一定的生态联系，

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其完成部分关键生活史过程[18]。然而，现有记录可能仍局限于零星个体和有限水

域，尚不能说明其种群已经实现稳定恢复。后续应进一步关注其出现水域、个体发育阶段、季节变化及可

能的补充来源，以评估残存育幼和索饵生境对种群恢复的实际作用。 

第四类是主要受成鱼栖息地退化影响的鱼类。河道采砂、航运扰动、岸线硬化、水质污染和底质改变

等因素，可能削弱底栖鱼类、流水性鱼类以及特定微生境依赖型鱼类的栖息适宜性。禁渔能够减少直接捕

杀风险，但如果成鱼栖息空间、隐蔽场所和食物基础没有同步改善，种群恢复仍会受到环境承载力的限制。

因此，这类鱼类的保护不能仅依赖禁渔，还需要与生境修复、污染治理、岸线生态化改造和航运扰动管理

等措施协同推进。 

上述分类表明，禁渔是降低捕捞死亡率、促进鱼类资源恢复的重要措施，但不同鱼类的恢复程度仍受

到繁殖通道、产卵场、育幼生境和成鱼栖息地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从鱼类资源恢复角度开展禁渔成

效评估时，不宜采用单一标准，而应根据不同鱼类的生活史特征和主要限制因素建立分类指标体系。这一

分类分析是禁渔综合成效评估的组成部分，可为后续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更高层次开展评价提供基

础。 

2 四个生态层面的评估框架 

从鱼类生态学角度看，禁渔成效评估不应仅关注鱼类资源量变化，还应涵盖个体与生活史、种群、群

落和生态系统四个层面[19]。不同层面所回答的问题不同，相应的评估指标也应有所区别。 

在个体与生活史层面，评估重点是鱼类能否完成洄游、产卵、孵化、育幼和索饵等关键生活史过程。

禁渔并不会直接改变大坝、闸坝和河床形态等物理环境条件。因此，对于依赖特定栖息地完成生活史过程

的物种，禁渔的作用相对有限。评估这一层面时，应重点关注洄游通道连通性、产卵场功能状态以及育幼

和索饵场所的可用性等指标，而不能仅依据成鱼数量变化作出判断[20-21]。若关键生活史环节尚未恢复，即

使成鱼偶有出现，也难以说明种群已经具备稳定的自我维持能力[22]。 

在种群层面，评估重点应放在出生、死亡和补充过程是否重新趋于平衡。禁渔在这一层面的作用最为

直接，尤其是对于主要受过度捕捞限制的鱼类，随着捕捞死亡率下降，亲鱼数量、资源量和大规格个体比

例均可能较快回升。相应的评估指标应包括种群数量变化趋势、年龄组成、个体大小分布、性成熟年龄以

及补充群体规模等[23]。需要注意的是，种群增长并不会长期保持高速状态。随着资源量增加，环境容纳量、

食物供应、种间竞争和捕食压力等因素将逐渐形成反馈调节，进而影响种群恢复的速度和上限。 

在群落层面，评估重点由单一物种转向考察鱼类群落组成、营养结构和种间关系是否发生恢复性变化。

部分经济鱼类和资源型鱼类的较快恢复，意味着食物资源基础增加，可能进一步惠及以其为食的高营养级



 

 

捕食者，即产生自下而上效应[24]。长江江豚、鳡（Elopichthys bambusa）、翘嘴鲌（Culter alburnus）等物

种数量或出现频率的变化，可从群落营养关系恢复的角度加以理解。鯮（Luciobrama macrocephalus）是一

种大型掠食性鲤科鱼类[25]，其重现可能意味着中小型鱼类等饵料资源有所恢复，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

较高营养级捕食者的生存[26-27]。因此，鯮的重现不仅是单一物种再次被记录，也可被视为群落结构和食物

网关系发生恢复性变化的潜在信号。与此同时，捕食者数量增加后，也可能反过来增强对猎物种群的捕食

压力，即产生自上而下效应，从而抑制某些猎物种群的过度增长[28]。因此，群落层面的评估不仅要关注物

种数和资源量变化，还应监测不同营养级物种的相对丰度、关键捕食者—猎物关系以及食物网结构的演变。 

在生态系统层面，评估重点进一步扩展为长江水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是否得到恢复。这是综

合性最强、也最难在短期内发生明显改变的层面。长江的纵向连通性受到多级大坝影响，横向连通性受到

闸坝、堤防和湖泊阻隔影响，部分河段的河床形态和水文过程也因水库蓄水与调度而发生改变。禁渔并未

直接触及这些生态系统属性。评估这一层面时，应重点关注河流—湖泊连通性、水文过程自然性、水质与

底质状况、生境异质性，以及洄游、产卵、育幼和索饵等关键生态过程的功能完整性[29-30]。因此，即使鱼

类数量出现增加，若河流连通性、生境结构和关键生态过程仍未恢复，也难以说明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实现

整体恢复[31]。 

综上，长江禁渔成效评估应从“鱼是否变多”的资源量判断，扩展为对“生活史能否完成、种群能否自我

维持、群落结构是否改善、生态系统过程是否恢复”的综合判断。鱼类资源量回升是禁渔取得成效的重要表

现，但只有当关键生活史过程、种群结构、群落关系和生态系统功能均得到持续改善时，才能更充分地说

明长江水生态系统正逐步走向整体恢复[32]。 

3 评估工作的三重功能 

基于上述框架，长江禁渔评估不应仅停留于鱼类资源量变化的描述，而应进一步承担政策效果检验、

生态机制识别和分类管理支撑三重功能[33-34]。 

首先，评估应检验禁渔政策的直接效果。禁渔最直接改变的是捕捞死亡率，因此需要持续监测不同物

种、功能类群及不同江段的资源量、分布范围和种群结构变化[35-36]。但这类评价不能只看总体数量是否增

加，还应比较不同生活史类型鱼类的响应差异，区分短期资源反弹、局部恢复和稳定种群重建之间的差别
[37]。否则，容易将某些类群或局部江段的积极变化，外推为长江鱼类群落乃至整个水生态系统的整体恢复。 

其次，评估应服务于生态机制识别，尤其是通过物种重现和分布变化推断其生活史过程。十年禁渔为

观察长江鱼类恢复过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长期观察窗口。随着捕捞压力降低，一些过去记录稀少或研究不

足的物种可能再度出现、扩散，或在局部江段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布。其出现时间、分布江段、个体发育阶

段和伴生环境，均可为判断产卵场位置、育幼场条件、洄游路径和栖息地偏好提供线索。因此，珍稀、衰

退或具有特殊生态功能的物种，其重现记录不应仅被视为保护成效的个案报道，而应结合专项调查和长期

监测，进一步转化为理解长江鱼类生活史过程和种群恢复机制的科学证据。需要注意的是，物种重现可能

仍属于零星发现，不能由个体层面的再次记录直接推断其种群已经稳定恢复，更不能据此判断生态系统已

经实现整体修复。因此，相关记录应与个体发育阶段、出现频率、空间分布、生境条件和自然补充证据相

结合，才能形成对生活史过程及种群恢复机制的可靠判断。 

第三，评估应为分类施策提供依据。不同类型鱼类的主要限制因素不同，后续管理措施也不应相同。

对于主要受捕捞压力限制的鱼类，评估重点应放在资源恢复程度、种群结构改善以及禁渔期结束后分区分

级管理方案的设计；对于受洄游通道阻隔或产卵场退化限制的鱼类，仅依靠禁渔难以恢复自然补充，还需

结合生态调度、产卵场修复、洄游通道恢复、人工保种和增殖放流等措施；对于受河湖连通性下降和育幼

场萎缩影响的鱼类，应重点评估通江湖泊、洪泛区和浅水缓流生境的恢复需求；对于主要受成鱼栖息地退

化影响的鱼类，则应将禁渔与生境修复、污染治理、采砂管控和航运扰动管理等措施相结合。 

由此可见，长江禁渔评估的价值不只是形成阶段性成效报告，更在于将监测结果转化为对恢复机制和

限制因素的判断，并进一步服务于后续保护措施的调整。只有将资源变化与鱼类生活史特征、栖息地条件

和管理手段相衔接，才能避免“一刀切”式评价，并推动长江水生态系统保护由单一禁渔措施逐步转向综合

性的适应性管理。 



 

 

4 结论与展望 

综合 NSR 文章及本文的讨论，现有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十年禁渔在缓解过度捕捞压力、促进经济鱼类

和部分资源型鱼类恢复方面取得了明确的阶段性成效。从不同生态层次看，禁渔的作用范围及不同保护对

象的恢复需求仍存在差异。对于中华鲟、长江鲟及长江上游部分特有鱼类等依赖完整洄游通道、产卵场和

特定栖息地条件的物种，禁渔为其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但不足以单独解决其面临的根本限制；对于长江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恢复，包括河流连通性、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食物网关系的重建，禁渔仍是

重要的基础性措施，后续还需统筹推进关键栖息地修复、河湖及支流连通性恢复、水工程生态调度、航运

与岸线扰动管控和污染治理，并建立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及水工

程运行管理单位之间的长期协同机制。 

长江十年禁渔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流域尺度保护实践。该政策通过直接降低捕捞死亡率，为鱼类资

源恢复和水生态系统修复创造了重要条件。明确禁渔政策的作用边界，并非否定其阶段性成效，而是为了

更加准确地认识其生态效应，并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依据。未来评估应采用鱼类生态型分异、多生态层次

指标和评估工作的三重功能相结合的系统框架，在肯定资源恢复信号的同时，进一步识别不同类群恢复差

异背后的关键限制因素，深化对长江鱼类生活史过程、群落关系和生态系统动态的认识。 

长江保护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年禁渔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但仍需与栖息地修复、连

通性恢复、生态调度、污染治理和长期监测等措施协同推进。科学评估的价值在于将阶段性监测结果转化

为对恢复机制、作用边界和后续治理方向的判断，并为不同阶段保护策略的调整和衔接提供客观依据。只

有在禁渔基础上持续推进多方面的保护与修复措施，才能推动长江保护由鱼类资源恢复进一步走向水生态

系统整体修复。 

声 明 郝雷负责原稿撰写，刘其根负责审阅与编辑、监督指导。作者未使用生成式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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